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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传统叙事:１７—１８世纪
中国对外关系研究再思考

∗

陈宇慧∗∗

内容提要 以全球视角重读对外关系史已成为当下学界潮流.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应该在此基础上重新解释１７—１８世纪作为区

域体系领袖的中国,尤其是自我定位和总体外交关系的构想.中国

当时领导的朝贡体系,存续关键在于经济支持和文化认同,比较１７—

１８世纪朝贡体系与其他区域国际体系,从“东亚—周边—全球”三个

层次可以说明全球化早期大国对外关系的共性与特性.通过比较分

析明清易代时的朝贡体系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两者势力的消长,可
以发现,两大体系几乎同时存在,关联十分密切:很早就开始正面的

竞争和较量,最终朝贡体系并非输在落后,而是维持成本拖垮了清廷

财政.此外,由于耶稣会士往来于东西之间,两种国际体系也始终存

在着直接互鉴,这同时影响了东西方大国国内政治的发展.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史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

区域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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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近年来,随着对亚洲史、全球政治的讨论,以及学界风行的对“民族国家”

建构的批判,①如何重新定义“中国与周边”,渐渐成为人文社科学界的“显学”

话题之一.然而,其中却很少见到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声音.随着讨论的不断

深入,已经有若干公认的史学思路,而从社会科学角度如何与既往研究进行对

话,同时,也为这一话题找到未来的方向乃至重构对若干问题的解释,国际关

系学科的研究显得相对滞后,这会影响到对中国对外关系的理解,甚至影响到

对当前的国内外相关问题的处理.本文将在梳理学界有关中国对外关系的主

要文献基础上,选择１７—１８世纪国际体系竞争这一话题,提出研究方向和

建议.

(一)焦点争议:１７—１８世纪的“中国”和“周边”

新一轮震荡史学界和文化学界的这波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末海外中国史学界的大论战.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罗友枝 (Evelyn

Rawski)１９９６年“再观清代”的发言,直接挑战旅美华裔史学家何炳棣 (PingＧti

Ho)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经典文献«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② 事实上,这

是对传统帝制中国的重新定义,并且直接引领后来“‘新清史’四书”的出版,以

及在２１世纪初使“新清史”学派在海外汉学界名声鹊起.随着国际学界(尤其

是美国社会科学界)重构欧亚史乃至全球史,该学派崛起有多重复杂原因.③

这一问题在２０１０年后急剧升温,实则与台湾史学家汪荣祖和复旦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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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何为中国? 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页.
EvelynRawski,“PresidentialAddress:Reenvisioningthe Qing:TheSignificanceofthe Qing

PeriodinChineseHistory,”JournalofAsianStudiesVol．５５,No．４,１９９６,pp．８２９Ｇ８５０
有学者认为这与学者的个人背景、西方对于“征服王朝”理念的传统继承和欧美后现代史学的解构

都有联系,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２—２３页.
此外,杨念群、甘德星、刘小萌等学者也曾多次撰文,详细梳理并分析批判“新清史”的主要观点源流.定宜

庄和欧立德认为,新出现的中国史叙述脉络并不继承自传统中国史学,而是借助“日本东洋史的关联”和“新
的学术推进力”,这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迭代学术成果积累的惯性所致.参见定宜庄、欧立德:«２１世纪如

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载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１６页.



姚大力教授的论战有关,并卷入了多数研究元以后中古史的中外学者.① 其核

心问题并不在于双方关于汉化、考据、战争性质等你来我往的攻讦,归根结底

是如何认识“中国”和“周边”.这一问题应该被视为中外学界在现有成果上寻

求新突破的集体尝试,也应该视为中国学者在新千年以来在当代中国地位提

升的背景下重寻话语权的一次机遇.无论观点如何,史学界已经走在前列,如

果有理论突破,则连带中国国际关系学甚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很可能被直

接改写.

焦点问题首先在于如何认识“中国”.随着论战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

学者感到许多对话甚至有了学术论争政治化的倾向.② 粗略梳理一下,大的论

争现在并不集中于“中—外”对话,新的一轮有关中国学界根本立足点的问题

主要集中在中国与世界关系这样的重大问题中,传统史学和现代自由主义立

场的分歧,③即是否需要解构民族主义史观和“大一统”“天下”等叙事概念.这

显然有当下中国飞速发展、民族主义立场在整个学界重新抬头的大环境影

响———现实中各国政治地位的消长,尤其是“复兴”之于中国学人乃至一般民

众的特殊情结,使哪怕是在国内学者之间展开的讨论也很难不发展到尖锐对

立.新清史学派之于中国学界,最大影响是拓宽了问题和材料的涵盖范围.

而且１７—２０世纪的中国作为存在多元政治文化的国家,已经是一个共识.其

中,广受抨击的所谓反对“汉化”进而“分裂中国”的观点,也有学者否认并认为

２１世纪前期中外学界的所谓对抗并不存在(mythＧmaking).④ 而２１世纪第一

个十年末展开的这一波史学“２．０版”讨论,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重论“中国学

派”建设的可能性⑤的努力终于有了重合,这可以视作一个重大的学科交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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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论战的文章和评论广见于近年来学术期刊甚至报章杂志,有结集出版者,例如参见«上海书评»
编辑部所编:«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版)较新且全.

典型文章如李治亭:«“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参见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chis．cssn．
cn/zgs/zgs_pl/２０１５０４/t２０１５０４２０_１５９２８８５．shtml;杨益茂:«“新清史”背后的学风问题»,参见中国社会科学

网,http://www．cssn．cn/bk/bkpd_qklm/bkpd_bkwz/２０１５０７/t２０１５０７３１_２１０２９９２．shtml,２０１７Ｇ１０Ｇ０９,等

等.
葛兆光:«名实之间———名实之间:有关“汉化”“殖民”与“帝国”的争论»,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３页.
柯娇燕在评论中认为罗友枝对“汉化”的批判,目的实际上是对费正清学派的反动,即“用文化熏陶

的神话”使“使得真正的复杂性、演变及同化和涵化的局限变得模糊不清”,参见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０日«Warof
theWorlds! 论 战»一 文,参 见 柯 娇 燕 的 个 人 主 页:http://www．dartmouth．edu/~crossley/comment．
shtmlhttp://www．dartmouth．edu/~crossley/comment．shtml,２０１７Ｇ１０Ｇ０９.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上首次提出了“创建中国理论、构建中国学派”的倡议.参

见任晓:«走自主发展之路:争论中的“中国学派”»,«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１６页.



撑机遇.

由此延伸的关于“天下”与周边秩序的讨论.虽然近年来刊文层出不穷,

但国际学界与中国学界似乎并没有在学科层面上进行对话和交流.国际学界

的热门议题主要是对于１８世纪比较政治史的发展①(尤其是对“帝国”的比较

研究),其种各学科相互促进产生出许多成果.例如,早在２００２年即有学者宣

告奈格里(AntonioNegri)帝国论的终结,讨论这一概念与当下国际关系理论

的联系.② 此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对历史上的著名帝国及其国际秩序的

重构,其中也包括对“中华帝国”的再反思(重要的贡献也来自于拉铁摩尔以来

的内亚学派甚至新清史),最近的一次讨论来自历 史 社 会 学 期 刊 “Thesis

Eleven”所辑专题,③其中濮德培(PeterC．Perdue)延续了他一贯的研究方式,

着重讨论如何使跨国史(TNH)和比较帝国史(CIH)两派学者产生互动,解构

东亚研究尤其是中国研究中历来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主义视角,并提出新的

类似“中层理论”的研究路径,例如经济、文化和生态学.④ 这也说明尽管帝国

比较研究是一个相当宏大的议题,但海外学者着力的主要是次级层面上的路

径突破.⑤

这一点恰恰与中国学者既有的叙事惯性形成冲突.恰如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罗威廉(WilliamT．Rowe)教授所说,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叙事会忽

略１７世纪以来中国领土扩张的一面,制造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学界的经

典叙事 模 式;⑥ 同 时,一 些 学 者 会 自 动 将 “帝 国”(empire)与 “帝 国 主 义”

(imperialism)自动联系起来,继而认为这是对上述经典叙事的解构,并产生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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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米华健:«嘉峪关外:１７５９—１８６４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

内部刊印清史译文新编第九辑,第１３页.
TarakBarkawiandMarkLaffey,“RetrievingtheImperial:Empire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

Journal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３１,No．１,２００２,pp．１０９Ｇ１２７．
“ThesisEleven”为国际知名的批判理论与历史社会学集刊,２０１７年４月该杂志第１３９期刊发专题

文章,主 题 为 “帝 国 与 民 族 国 家 (Empiresand NationＧstates)”.专 题 文 章 名 录 和 摘 要 参 见 https://
thesiseleven．com/２０１７/０４/１９/issueＧ１３９ＧaprilＧ２０１７/.

PeterCPerdue,“ReflectionsontheTransnationalandComparativeImperialHistoryofAsia:Its
Promises,Perils,andProspects,”ThesisEleven,Vol．１３９,No．１,２０１７,pp．１２９Ｇ１４４．

即从以多学科的视角接入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尤其是领土关系)的讨论,濮德培在其著作«中国

西进»中,从经济和生态角度研究清代中国与“中央欧亚”(CentralEurasia)的关系,并以此为立足点讨论现

代理论对中国国家建构(stateＧbuilding)的影响.参见 PeterCPerdue,ChinaMarchesWest:TheQing
ConquestofCentralEurasia,Cambridg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５.

〔美〕罗威廉:«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载〔加〕正民主编:«哈佛中国史»０６,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２０１６年版,第６４页.



疑和批判,故而在国内始终很难与国际上热门的比较帝国史进行对话.冷战

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变化,传统经典叙事的解释力或者下降或者不再具有现

实意义,因此,更多学者只能回到中国古典的“周边关系”中去借鉴较有包容性

的概念,赋予其新的时代含义来阐释今天中国的外交格局和理想.显然,这类

研究没有在学理层面回应上述海外学人提出的问题.

(二)现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回应缺位

在学界热论的关于１７—１８世纪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浪潮中,国际关系

学者的缺位实在令人遗憾,最根本的问题是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在２００６
年所言的“认同困境”.① 不仅中古史学者要面对“中国是谁”这个问题,中

国的国际关系学人同样要面对这个基本话题(虽然关切未必一致).在这

样的困境中,虽然近十年前就有对现有问题的深度剖析,②但时至今日并没

有根本改观.

由此而来国内学界对中国与周边秩序的讨论尝试.这些研究大致可

以被分为三类:一是梳理总结古代经典论述中关于“政统”和“天下”的讨

论,包括对中国历史的重新梳理(如阎学通、叶自成等③对先秦国家间政治

思想流派比较,包括国内学者对早期海外历史主义中国研究,如费正清、施

坚雅等的借鉴);二是藉由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训练,以现代语言做理论建

构的尝试(如秦亚青、“上海学派”等);三是以赵汀阳、汪晖为代表的以政治

哲学切入话题的系列著作.但是,这三种路径都不是对前述重大争议的正

面回应.

梳理总结过去中国历史事实与文献对地区乃至世界秩序的讨论,这是最

常见的经典研究.这类研究成果首先提炼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尤其是春秋

战国时期)的历史资源,借鉴史学/策略类文献,以及现当代经典国际关系理论

的框架(如现实主义的相关论述)进行讨论.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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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
１３页.

张志洲:«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进路:兼 论 国 际 问 题 研 究 的 政 策 性 与 学 术 性»,«国 际 政 治 研

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７５页.
例如,阎学通:«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３期;叶自

成、庞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１年第１２
期.



一努力,所缺研究成果已蔚为大观.其中,“华夏主义”也在外交思想史领域具

有重要影响,这种研究多少与上述三个源头中的第三类有相似或者重合之处,

在关键概念上不采用现代或者西方语汇,用前人或者中国传统逻辑梳理过去

的思想和历史资源.因此,研究素材或者案例一般来说集中于先秦,或者以断

代研究为多,而在提炼和总结时概念就显得过于笼统、缺乏详细可靠的连贯材

料佐证或者断代性比较强.反观当下美国的区域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因

为通常是理论先行,所以可能在史料的选择和裁剪方面失之偏颇,比如,江忆

恩的“文化现实主义”基于对明代永乐至万历朝奏折的案例分析中国的战略文

化历史.因此,除非研究区间相似,否则,恐怕很难产生有效对话.而对１３世

纪以后的海外中国史研究的相关议题,前述研究则不以之为重点.宽泛的概

念套路,以及经典叙事惯性中对元至清期间中国所谓“专制高峰”的认识,导致

很难见到国内国关学界对所谓“近世”以来中国与周边秩序的有力阐释.这类

成果通常来自史学界和文化学界,尤其是新材料的引入,例如,葛兆光所做的

对宋代以来中国“近世”民族主义远源的研究,以及在«想象异域»中对燕行录

的重新梳理,①后者或多或少体现了史学界对“周边看中国”这一命题的前瞻和

理论关怀.

而借鉴西方社会科学领域概念与逻辑的尝试,在理论产生过程上与西方

较为相似,但是,依然不能解决学科缺位的问题.首先,理论要素包括共同的

符号概念、信念价值和范例,②但要在概念的整合上达成共识,首先面临非常艰

巨的挑战.如果从范例上来看,早先学者认为可以汲养的“儒家思想与朝贡体

系的实践”,③一方面,面临断代贫乏的尴尬局面(有学者指“秦汉以后,除夷夏

之辩,原创性的国际思想几乎枯竭”④);另一方面,对既有概念的解构不断发生

(如近 年 来 对 于 海 上 朝 贡 “虚 幻 性”的 认 识,⑤ 以 及 牛 津 大 学 教 授 沈 艾 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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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终结与“中国学派”成长的困惑»,«国际观察»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
１２页.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７页.
张建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终结与“中国学派”成长的困惑»,第１３页.
庄国土:«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南洋问题研究»２００５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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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ettaHarrison)关于乾隆时代周边战略的再研究等①).而理想中符合中

国国际关系学需求的整合概念,应该“有明显中国特色、又反映当代世界新变

化”.② 其次,如果跳过整合概念这一步,直接寻求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本

土化(indigenization),则会面临或多或少“水土不服”的问题.毕竟,中国学者

的根本任务应该是从本土资源中孕育出来自己的理论,并且“以己化他”具有

普世意义的体系,而不是西方逻辑的验证和再诠释.那么,在关键性的理论尚

且不能取得共识的前提下,如何能与具备雄厚研究实力的其他相关学科产生

对话和碰撞呢?

在这方面,目前与前述焦点议题能产生最多共鸣、且已经在海外学界有较

大反响的,当属政治哲学路径.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认为,“天下”是关于帝国

的一种“理念”乃至“理想”,③首先,这就有了对话的可能性;其次,这一体系论

划分了三个层次即地理、心理和社会.具体到政治秩序,“天下体系”被定义为

一个“制度世界”,并且用西方人能懂的理念来解释中西理想世界秩序的差异.

而且,赵汀阳的理论特地援引了“无外”这一古代概念来排除近代民族主义的

模式,④甚至在比较帝国史研究方面,也做了新鲜的尝试.所以,赵汀阳从理论

上建构了自己的基本要素,虽然探讨的是老话题,但话语是全新的,但又同时

体现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而汪晖则反其道而行之,在讨论夷夏问题时,他选

择的分析对象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力图通过其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写作,将民

族主义的诉求与批判结合到一起,进而内化夷夏关系为相对的国内关系.⑤ 这

其实是以新儒家的现代话语重述传统思想,也获得了许多回应.但需要说明

的是,中国哲学界关于中国问题的成果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影响,受到学科性质

和成果形式的限制.其理论内核很难直接拿来使用,需要大量的诠释、调整和

配合案例,而国际关系学界目前并没有成规模地做这种学科支撑工作.哲学

界的新成果可能在未来从根本上重塑“中国问题”的形态,而在当下实践中,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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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帮助人文社科界其他学科(如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在国际对话中争取话语

权,能量并不逊于当下风头大盛的内亚学派重兴和全球史的再写作.但是,否

能把握住这一波讨论浪潮的机会,以及如何具体产生学科间的合力,可能是接

下来最现实的问题.

二、发挥优势与学科互鉴:以１７—１８世纪

中国的对外关系研究为例

　　１７—１８世纪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早期进程,世界处在大的动荡、变化与重

组中,陆上“丝绸之路”方兴未艾,欧亚大陆的强盛国家,为这条纽带提供了政

治保证.当时,中国正处于明亡清兴之后经济社会的恢复上升期,尤其是帝制

时代最后一个公认的盛世;在大陆西端,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也已经凭借着

大航海积累的经济优势迅速成为极有实力的国家.彼时情势,对今天的国际

格局和中国外交不无借鉴意义.从研究对象来说,国际关系学与历史学的焦

点话题在这里走向交集.那么,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历史主义路径即从国际关

系史中抽象出范式的方法,责无旁贷地应该进入上述重大问题的讨论并争取

获得一席之地.本文认为,为求抓住时机、争取主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可

以将重点放在立足１７至１８世纪中西交通史现有研究成果,加强对这一时期的

研究.

(一)既有研究与核心目标

通过检索发现,近年以来关于明清时代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有大量的

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研究论文出现(６７６篇),相对于史学界(３７５篇)形成

了一个小热潮.尤其在２００４年后,随着相关议题进入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范围,以及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以服务整体战略为目标的许多

研究成果应运而生,在２０１３年新一代领导集体诞生前后达到高潮.在诸

多研究中,除题中应有之“中国”外,关键词出现频率和趋势几乎都与当下

政策热点相关(如朝鲜、日本/钓鱼岛问题、“一带一路”构想、南海等),足以

证明这一点.

单纯服务现实政策的研究固然必要,但也造成了繁荣的假象.众所周知,

对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参与,需要集结学界众人的力量相互砥砺,研究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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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成果,而针对细节问题或者空泛的战略目标提出看法,如果没有集群、回应

和修正,实则意义有限.政治学科下的论文,除少量专题讨论之外,多半集中

于为传统“天下”概念的合法性做泛泛注解,以证明中国学派的合法性;或者回

应决策层关于汲取传统思想资源的号召;或者以明清史强行带入西方理论嵌

套,却没有办法和史学产生对话.所以,直接结果是除个别期刊讨论“近世”以

后中国与周边的关系和外交思想外,整个政治学和国关学界的论文反而是零

敲碎打,没有形成专题和集群效应.故而,除专著外,在对明清易代中国对外

关系史和理论的探讨中,发布数量前十位的期刊中有七家是历史学期刊.① 反

观国际关系学领域前述论文数量的急剧上升可以看出,不能归因于研究对象

本身是历史问题,而实际上是国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界缺位于全球史/区域

国别史的热门议题讨论使然.

如果将上述检索结果中专门讨论这一断代期的高引用率论文挑出来分

析,国际关系学界似乎很难同时驾驭同一时间段中中国对外关系两个以上的

不同面向,例如内亚和东亚.② 对“天下”和“国际秩序”的讨论总是局限于理论

或历史的某个局部,而没有办法做出以中国为主体的“整体国家对外观”研究.

这似乎佐证了本文第一部分提及的诸如新清史学者分割政治文化、强调内亚

性与传统东亚相异的观点.倘若果真如此,这当然从根本上解构了中国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性质,进而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丧失了主体性和原创的任

何可能,甚至会带来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危险.何况,诸多中国史学界的学者也

有成果从反向说明事实未必如此.因此,在解释１７—１８世纪处于全球化初期

下的帝制中国对外关系问题上,国际关系学中国特色的理论显然确实存在进

步空间.

国际政治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应该怎样的有别于史学? 笔者认

为,应该表述为如下命题:即以社会科学的方式,验证影响国际体系势力消

长的一般要素,为朝贡体系与欧洲国家体系此消彼长的历史现象找到一个

合理解释.其主要任务应包括:首先解释作为体系领袖的国家(中国)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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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字均来自于中国知网(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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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争议或者做出讨论.参见«“中华帝国”的概念及其世界秩序:被误读的天下秩序»,«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３９—４４页.



部的定位和总体关系构想是否有普遍性,与其他体系的强大国家相比异同

何在;找到体系存续的关键要素,是否是西方学者一般认为的资本、战争

等,如果东方国际体系具有特殊性,或者某种影响体系存续的因素有特殊

权重,那么,这个因素究竟为何? 上述理论需能在比较研究中可验,并使用

古今通用的符号通式(概念)进行抽象,初步形成理论.这一命题由中国学

者来完成的意义,在于其路径和论证过程本身贯穿中国价值,包含了“证明

‘中国意识’”的前提设定.

以社会科学的方式,即首先存在假设(assumption)然后进行验证,而非史

学界近年来盛行的以考据学排除范式和叙述偏见的人文学科逻辑.这里的

预设命题应该是“中国在１７—１８世纪的对外关系上相对本国历史和其他帝

制国家,都存在特殊性”,这一表述应该是公认的、没有很大争议的.这也应

该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题中之义的一环———即不同时代下相比他者(the

other),中国的对外关系实践与理想都存在特殊性.明清易代期的特殊性表

现在:相对本国多数时期的历史,征服王朝(conqueringdynasties)统治者的异

质和广袤领土下地区(尤其是边疆)之间的差异———主体的变化相对于理想

体系内的其他行为体会带来影响;①相对于其他帝制国家,在于墨菲所谓“季

风亚洲”(MonsoonAsia)的地区秩序与典型欧亚大陆帝国周边的差异.② 纵

向和横向的两种差异,实际上虽然承认断代区别,但同时通过比较方式,弥

合了主体在时间中的连续性.承认特殊性的同时,将东西帝制国家进行对

比,虽然赞同了内亚学派的部分观点,但应该是对内亚学派尤其是其中较为

偏激观点的一种可行的正面回应.且国内中古史学者的努力主要是针对主

体即中国本身的性质划定,而国际关系学可以通过讨论主体的制度安排和

实践,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多民族大一统”的价值观念是“自古以来”就有的,

同时补充本学科既往对于这一断代期对外关系史精细个案的研究,继而将

不同时期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模式丰富并串联起来,为理论原创奠定初步

基础.

在以上述公认史实为基础提出假设后,主要任务应该是对研究区段内不

同面向的中国对外关系做抽象和整合.在明清易代的中国,无论是谁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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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要面对不同方向的不同问题,这也是内亚学不同于传统国内政史叙事的

重要论据.这需要借鉴边疆史地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也需要高度的理论抽

象.近年来,国际关系史研究或曰历史主义的路径,未必在理论创制工作中占

据重要地位,但上述命题与国际关系科学理论研究①多有重合,因此从学理上

具备重要意义.

(二)讨论空间和学科互鉴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历史主义的路径尝试,其基础还是大量对历史个案的

研究.在正面回应上述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挑战时,所有对中国问题、中国意

识抱有理论期待的学者面对的是所有学科共同的原创性缺失.② 一方面,体现

在中国本位的自觉性不够;另外一方面,还要面对不同学科性质的差异.对于

社会科学来说,范式、理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由此而来的偏见和局限正是

近年来人文学科力图改变叙事方式或者研究路径而规避的.同样,对规范性

的重视程度,学科之间也会存在差异,但这也是所谓“不可说的部分”③在学科

交叉的空间内有存在可能,也会使人文社科领域很多被认为老旧过时的思想

重焕生机.

倘若将所有力图确立中国特色(理论、范式、学派)的学科视为某种共

同体,则在回应本文第一部分的焦点争议时,国际关系学天然占有独特地

位.首先,社会科学领域能够就“天下”观和理想世界秩序做出研究和回应

的学科本来就很少;其次,国际关系作为次级学科同时具备了跨学科的特

性,第一要综合多种研究进路和方法手段,第二研究对象符合“超越单一学

科界限或学科实践范围的问题”④的界定;最后,国际关系学的任务应该包

括构建区域国别研究之间的联系.延伸出可以合作的学科,包含中古史、

全球史、思想史、哲学研究、宗教学研究等等.在上述背景下,一些在其他

学科中尚待探讨的层次问题,在国际关系学的视角中理所应当地被清晰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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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如果以国际关系学切入这一时期的研究,可以从“东亚—周边—全球”

三个层次来分析:

１．１７—１８世纪的东亚国际关系.无论是在史学界还是国际关系学界,学

者们在这一领域已耕耘多年,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近年来新史料的开辟,

则将过往许多视为理所当然的“故事”翻新.其中主要的进展,一是中国国内

政权易代带来的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二是对周边国家对中国看法的再认识.

具体而言,第一个问题是地区秩序安排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当“理想”

中的中华正朔由于征服王朝的侵入而发生变化时,是否会带来地区秩序的改

变? 近些年,历史学者开始注重由域外史料来补充过去中国官方历史叙事的

不足.日本与韩国学者对此也已经做了大量研究,但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中,除

李扬帆等少数几位,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是一个亟待开垦的新领域.目前

有大量文章对“天下”体系进行一以贯之地注解,说明国内学者已经意识到,在

中国国际地位复兴趋势不可逆转的当下,重新接续起我国对国际秩序认识的

历史脉络十分必要.历史上朝贡制度似乎被视为当然,然而,在当前史学界新

开垦史料的冲击下,不仅朝贡制度本身有许多问题尚待理清,而且朝贡制度是

否在东亚有切实存在,以及东亚是否存在单向的“中国—其他国家”文化和政

治的输出,也成为大问题.如果周边国家本身对于“正朔”是否存在于中国产

生了质疑(例如朝鲜认为“明朝遗制”才值得骄傲①),那么,这会动摇４００年以

来中国作为有压倒性优势的东亚国家地位,继而影响我国经典历史叙事的全

部根基.因此,详细解释不同文献中存在的东亚秩序的“理想”“现实”差异,是

必要而且紧迫的工作.对此,国内史学界已经有大量对«燕行录»和其他东亚

文献的搜集整理似可借鉴.

第二个问题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再认识.例如,早在清代同期,一衣带水

的日本就有学者通过当时能找到的有限材料开始观察清朝政治.这在当时获

取文献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依靠作者的艰苦努力和对满文的充分把握做出的

制度史研究.按照筑波大学楠木贤道教授的观点,以荻生北溪为代表的江户

时代日本学者,对于清代政治的认识既不同于传统中国学者的看法,也和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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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学者的思路有所差异,他称之为“江户时代的‘新清史’”.① 荻生北溪在

«关于明清异同的料简书»中指出,清代改良了明代政治,其所拥戴的满洲皇

帝,其“中华”观念并不绝对围绕儒家的价值观,而是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因此,

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内陆亚洲政权特性.同时,由于其政治制度是将本民族的

旧有习惯强行安置在明代的诸多体制中,因此没有拘泥于“中华体制”,而呈现

一种分散性的权力状态.可见,虽然并未与欧美当代学者谋面,然而百多年以

来,域外中国研究早已将中国视作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其中对外关系也从内

亚延伸到太平洋西岸,而不是目前中国国内学者所拥护的主流“天下”观.这

样的研究成果已被国外学者注意多年,而国际关系学者鲜有结合国内边疆史

地学的成果来为“天下”重做近世以来的注解.而“内”与“外”的历史之别,又

使历史学者似乎无力参与这一阶段的讨论,造成相关问题似乎只有专门做地

区民族研究的学者才能够有专业发言,实则是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学者缺位

所致.

２．１７—１８世纪中国的周边战略.如果上述问题还因为中国“统一多民

族”的国家特性在学科分解下显得问题意识模糊的话,那么,中国作为一个

大一统国家,古代各时期的具体周边战略为何就更显得问者寥寥,而更多学

者却投入到当下的长期或短期规划中.然而,如果不知古言今,何来“自古

以来”? 这一周边战略主要涉及到将对不同面向的周边国家政策,统一到一

个逻辑中.这需要研究具体的与朝贡、外交相关的文献,尤其是皇帝本人的

思考.史料上并没有太多新发现,但对旧有史料的研究并不充分.例如,对

个别朝贡国的政策,是否一以贯之? ———康熙五十九年,暹罗国王遣陪臣恭

奉金叶表文入贡,是和一个西洋国使臣一起完成奉表仪式的.② 然而,到乾

隆年间,暹罗已经位列朝鲜之后,③成为重要的“外藩贡国”,甚至乾隆皇帝会

亲自训谕安南国王,调停暹罗与其两国纷争.④ 可见,即便在体系秩序之内,

甚至在一个方位上的不同国家,随着时间推移其与中国的疏密程度也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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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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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例如,在朝鲜实录的记载中,安南由先期的“能礼让”的同类友邦,

变成了乾隆后期需要较劲的竞争对手①这类研究,并不常见于国内国际关系

学者.然而,这种周边国家“事大交邻”的政策,难道不与今日“制衡”“对冲”

等名词异曲同工? 这些国家的古代史文献,多数由汉文写成,今日其本国学

者来研读甚至也较为吃力,而对中国学者来说,并不需要任何语言上多做工

夫即可开发出新资源.

如何统合“内”与“外”,中外历史学者有了初步尝试.目前的共识在于不

应该机械地以历史或者现代疆域来规定中国的边界,实际上,“藩部”②和“贡

国”未必有清晰边界,因此,也不可能完全清晰地落户在当下的学科分类体系

中.对研究周边关系的中国学者来说,不仅可以利用上述域外的汉文文献,同

时,其他语言文献尤其是内亚学派所关注的史料和研究成果,需要放在本学科

的视野范围内.即便是关注当下政策的学者,也应该出于研究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等现实考虑,追溯这一历史遗产.

３．１７—１８世纪中国整体的对外关系.这是更广泛层面上对中国３００年

以来的总体对外关系的总结和研究.如果站在方兴未艾的全球史浪潮的视角

可以发现,目前尚未有对明清易代以来中国整体对外关系的考量和研究.当

然,这与历史学界盛行问题“何为中国”尚未有清晰答案相关,但反过来说,如

果能对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对外关系有明确划定,那么,通过“取非”而“言是”,

未尝不可能是对其他学科的一个助力.尤其是对东西交通史的比较研究,这

几乎是崭新的的学术处女地.一方面,专研东亚的学者或是受制于语言,或是

受制于学科惯性,很少有学者在一个时段内横跨东西两个面向来在更高层面

上阐释中国在彼时的政体对外构想;另一方面,材料散见于域外文献,搜集工

作尚未没有见得系统性的成果.

在这一领域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东西方之间是否在马嘎尔尼使团来华

(即１８世纪末)才产生碰撞? 实际上,这个问题随着欧洲汉学界的整体没落和

美国史学界尤其是后现代史学的强势崛起,已经被大大地泛化为多种叙事的

重叠和碰撞,而不限于学术讨论本身,例如对芝加哥大学何伟亚(JamesL．

Hevia)教授的专著«怀柔远人»及其是否应被授予“列文森奖”的争论.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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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实录»,正祖十四年(１７９０),卷二十九,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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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比在之前就已经出现.前文谈及沈艾娣关于乾隆朝是否已经知道西方

威胁即为一例,而这一传统更早则能上溯到从明末到１８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朝

廷与耶稣会之间的关系.然而近２０年来,中外学界的主流学者认为,对耶稣

会这一主题的研究能发挥的空间不大,将视线放在这一领域的已主转为宗教

学学者,他们的意图是通过中西之间哲学与宗教在１７—１８世纪的对话,为今

天的中国国内宗教治理和中梵对话找到出路.如果抛却纯教理问题,而将来

华传教团作为使团来对待,理清其中与朝廷尤其是皇帝本人的政治联系,话题

似乎 远 没 有 完 全 结 束.２００８ 年,密 歇 根 州 立 大 学 柏 理 安 (Liam Matthew

Brockey)教授出版的«东方之旅»,①这是从史学角度来为耶稣会远东传教团作

传,显然已经脱离了上述窠臼.笔者也曾试图以比较方式,探讨与教廷交往的

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建交史的规律.这些事实层面的规律探讨,倘若涉及到

思想碰撞,依然离不开思想史和宗教学相关研究的辅助.此外,明清之际西学

本身已经在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甚至被四库馆臣们撰文提及,②可见西学之于

中国宫廷政治的影响,在政治意识形态导向上也有过“近世化”推动作用,当属

于今天所谓“人文交流”的考察范围,显然不应该被史学和宗教学界所专美.

近年来,新整理的史料及广布在巴黎、上海和梵蒂冈等地尚未被整理的史料,

还需要国际关系学学者进一步关注.

二是地区与国际性的秩序是否在当时已经分出层次尚待商榷.例如,实

录和耶稣会的文献中均有记载,当不同欧洲国家的传教使团在北京因为赞助

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势力范围重叠的原因产生互相攻讦和“打小报告”的龃龉

时,③皇太子胤礽出面调解并平衡关系.④ 然而,安南使团在承德与朝鲜使团的

文化比拼,却没有得到乾隆皇帝的调停.⑤ 所以,面对不同使团之间的争执纠

纷,不同时期的中国朝廷采用不同方式(或者是因为史料缺失而不明).而且,

清廷禁止朝鲜使者与西洋传教士往来,但东西使节并没有严格遵循,而是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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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频频.① 如果以此推论,则中国不光是过去所谓“东亚秩序”的中心,甚至

是世界走向全球化先声的一个平台.如果将散见于域外史料和中国旧有的

“近悦远来”的“圈层论”结合起来,那么,不仅可以在东亚史的范畴内讨论中国

过去的地区秩序安排,甚至可以上升到作为地区大国在３００余年前对国际秩

序和来往的一个讨论———地理区域的分界近年在史学界已经逐渐模糊起来,

但在国际关系学中,地缘政治逻辑的影响依然占据着主流地位.而这一跨学

科的研究,前景恰恰大有可为.

三、案例:１７—１８世纪区域国际体系的消长

１６４８年确定下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与基

础,如果将视域拓宽,我们会可以发现,这一时间正好是东亚朝贡体系最后的

辉煌阶段,同时也是其衰落的开始.１６４４年明朝灭亡,明清易代正是本文重点

期待国际关系学界讨论的历史节点.过去普遍认为从“认同”到“条约”,从传

统到近代,两者的消长实际上是两个时代的交替,也就是说应放在一个线性时

间轴上进行比对.国内现有的研究多数对这一节点认识有两种观点:一是两

者在势力范围甚至作用时间上是割裂的,直到１９世纪中叶才发生交汇;②二是

朝贡体系中非等级制、非剥削尤其是包含儒家秩序文化的一面,是中国今天奉

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宝贵传统遗产.③

这里显然可以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两者果真是从不互闻,直到“船坚炮利”

给处在中古时代的中国人打开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新大门吗? 显然,至少清

代存留文献会使人们对此看法有相当怀疑.毕竟在１７世纪晚期到１８世纪中

叶,欧洲人曾经相当程度地参与了中国高层政治,不可能不将欧洲建立以军事

为主轴的新中央集权制国家描述给中国皇帝,而且康熙与路易十四甚至有间

接的书信往来;二是如果朝贡体系确实作为曾经与中世纪的欧洲封建体系或

者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立的国际体系,那么,其失败原因果真是一般所称因为

没有欧洲的“船坚炮利”而式微解体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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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清代顺利地继承了传自明王朝的朝贡模式,

并至少维持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和平.朝贡模式“假定中国在道德、物质、文

化上要比别的国家优越”,要求臣服于天子,“体现中心权势、优越地位和自

给自足的形象”.① 但无可否认的是,明清易代带给宗主国的最大危机是文

化认同.“以夷变夏”的直接影响是非常广泛的,在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不仅

满洲认同产生了国内意识形态上的重大挑战,同时,其身份在周边国家中同

样激起波澜.例如,朝鲜认为,“地理上的中华帝国在思想和学术世界上已

经是千疮百孔”.② 而自嘉靖３０年后,曾经作为“不征之夷”③的日本即已经

不再参与朝贡.因此,如果朝贡体系最重要的基石是所谓认同,从国际关系

视角来看,这一体系因为明清易代确实在慢慢消解.甚至除例行公事外,多

数时候已沦为某种表面文章.因为东南部传统意义上的朝贡国家也并没有

严格遵循朝贡的时间和路线(例如安南),而朝鲜已经在背地里对新上位的

满洲统治者颇多微词.

除此之外,清朝自身多面向的统治政策和形象,本身也对旧有的单一朝贡

体系具备一定的解构意义.例如,清廷开始前所未有高密度地处理西面边疆

和邻国的关系.一些学者在讨论清廷西进的世界史意义时曾经认为,向西的

武力扩张永久地将游牧民族从历史舞台中驱逐出去.这是１７—１８世纪全球

进程的一部分,几乎所有当时中央集权制的军事国家都会这么做,④这也将传

统朝贡体制拉到体制优越性的聚光灯下进行直接比试.因此,采用安抚与武

力交替使用,⑤是清朝在西面的主要交往方式.合理拉拢蒙古制衡西藏等,就

体现了较以往不同的边疆管理方式.而在对外关系上,政策的灵活性表现在

某种程度上对朝贡的背离,剿灭准噶尔,与沙俄的博弈,都体现出这种面向的

博弈.«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过程⑥即如此,在平准战争进入白热化要求沙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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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９３页.
〔日〕冈田英弘、神田信夫、松村润:«紫禁城的荣光:明清全史»,王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４４页.



立的情况下,清使甚至愿意反复叩头以达到缔约目的,①这样的举动是不能放

在朝贡的维度上来理解的.因此,在横向与纵向上,明清易代都具备了自己的

独特意义:横向上,在欧洲中心主义开始倡导所谓“主权国家平等缔约”时,清
廷在东亚保留了旧时代的基本体例;纵向上,与明代相比,清代具有更广泛的

交往范围和可控领土,更接近普遍意义上的所谓“帝国”,而非传统中原王朝国

家.这种对外政策上的成功,使得清代领土远超明代,并且更多参与到内陆欧

亚资源的分配中来.同时,也可以看到,清统治者力图借此建构在朝贡体系上

更多的合法性.②

另外,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现的相对均势状态实际上也一直处在动态

变化中,例如,法国和瑞典都因为这一系列条约获得了重要的战略通道,成

为新崛起的国家,而欧洲大陆上天主教廷的影响被进一步削弱③(也正因为

如此,来往于大陆两端的耶稣会士似乎并没有认同新体系的诞生,并将这

一信息的重要性传递给远在东方的清朝皇帝).同时,这一主权国家条约

鼓励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进一步通过在海外扩展资源和领土攫取利益提

高自己在欧洲的地位,这也刺激海外殖民时代的到来.欧洲国家在远东不

断建立新的据点,这是之后两种国际体系直接冲突的前线,清廷并非不了

解这些国家的动向.但对于其背后国际体系和时代的变化,则似乎未尝有

所知觉.

对于第二个问题,中国学者似乎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回应西方学界已有的

关于长时间区间关于国际体系的若干论述.例如,查尔斯蒂利在其论著

中认为,欧洲的君主为了资源发动战争,促使欧洲国家从早期多样的国家形

式逐渐集中到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而最终资本强制型国家会取得体系中的

胜利者与领导地位.④ 如果按照蒂利的看法,１７—１８世纪的中华帝国实则也

接近于其所说的资本强制地位,因为与蒂利所举的匈牙利或者沙俄对比,清

廷显然“枪”多“钱”多,更接近早期现代民族国家特质.那么,如前文所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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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历史的种种条件,未必在竞争中占下风的清廷成为了朝贡体系的宗主国

之后,反而在国际体系的竞争中落败,那反过来似乎只能检讨体系制度是否

在两者的比较中对清廷造成了拖累.从全球视野上回看这段历史,如果真

的将１７—１８世纪的转折认定为两种国际体系竞争的开始,实际情况是“欧洲

诸强 VS清廷”.而维持一种国际关系的体系(无论是区域还是国际的),显

然成本极其高昂.

史学界公认,乾隆朝之后清代开始走向衰落.国内的动力不足直接导

致了清廷维持国际体系的能力受限.一方面,“盛世人丁永不加赋”的慷慨

国策,在康熙朝颁布之后使税赋额不到全国生产总额的５％,进而削弱了

财政基础,由盈转亏最终出现在１８世纪末.而国家财政间接影响了行政

效能,使本就广泛存在的地方离心性进一步增长,①进一步形成了国家力量

与脱离垄断之间的张力,而这样的矛盾广泛存在于经济调控和政治治理

中;另一方面,上述国际体系竞争的关键指标是军事能力的衡量,因为其建

立往往依赖于若干强国的军事征服,而其维持也源自武力的扩张和博弈.

清廷的常备军越来越不能打仗,有些迹象在１７世纪末已经出现———“畏懦

不前、坐失险要且糜费粮饷、倍于他处.究之寸步不能前进”②———但

由于作战模式的变化和火器的进步,中央对军事力量的控制一再被削弱,③

对地方军队的依靠形成了清末割据的状况,也无法集国家之力对外来势力

入侵或挑衅进行有力回击,而这种去中心的国内军力分配又加剧了中央集

权的削弱.所以,当国内走向瓦解时,整个体系就没有办法有效维持或者

扩张.这就使得原本单独支撑朝贡体系的清廷,没有办法继续在东亚延长

其实际影响,一来成本太大,二来其国内治理的衰败也加剧了周边势力对

其的怀疑和不认同,加之欧洲国家海外扩张的蚕食,清廷慢慢自动滑向了

四面包围的深渊.

因此,清廷最终被船坚炮利的列强在１９世纪中叶敲开国门,并不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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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０年甚或１７６０年代的工业革命.① 从上述比较来看,似乎更像是一个酝酿

了２００年左右的“大势所趋”“命中注定”的过程.如果要找中国近代史苦难的

发端,可能必须从明清易代入手进行分析,绝不应只追溯到乏善活力的乾隆中

后期.同理,朝贡体系的瓦解一方面是清廷国家治理失败的结果,另一方面是

国际体系之间在１７—１８世纪存在激烈竞争,而清廷显然“单挑”失败,甚至无

力回天.如果理清了这一原因,并由此解释一系列１７—１８世纪间中国的对外

关系问题,可能一些结论需要重新思考.比如,对朝鲜“事大交邻”②体系的形

成,清代皇帝是否知晓并主动应对? 是否在维持和平秩序的情况下,对东亚各

朝贡国中采用制衡的策略? 再比如,中俄关系远不止是两国在边境和贸易上

的诸多议题,事实上牵涉的是所谓帝国体系在整个欧亚大陆上的势力分配,甚

至这两个国家就是在所谓传统体系和近代体系之间的过渡阶段,而两国之间

事实上可能是两种国际体系在北线的直接碰撞.如果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那

么,经历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经走进近代国际关系的欧洲人介于两国之间

斡旋的角色就特别值得研究.过去认为,类似于张诚(GerbillonJeanFran?

ois)这样的耶稣会士参与«尼布楚条约»的谈判,是因为其第三国国籍的关系,

可以充当见证人和调停方,起到维持促进谈判的作用.但如果联系前述背景,

张诚虽为中国皇帝指定的使臣之一,但在谈判过程中一再折中双方立场,甚至

主张以拉丁文起草条约文句,这实际上是不是可以看作介于两个体系典型国

家(朝贡体系领袖国、蒂利所谓“强制密集型国家”)之间的使者,试图将尚未完

全进入近代主权国家体系的两个传统帝国拉入新体系的一种尝试呢? 事实

上,他最终达到了目的.从体系建构上来说,这恰恰是两种不同国际体系互相

交融的历史性一刻.从这个角度来看«尼布楚条约»,似乎意义较之以往又更

多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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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本文试图通过当下国际人文社科学界的热点问题即１７—１８世纪的中

国,讨论其中国际关系学研究边界和范式的突破,证明这一问题尚存大量

挖掘空间,回应既往学者的观点.只有通过断代的精细化个案研究,串联

起不同阶段中国整体对外关系的不同面貌,才有可能将中国国际关系的历

史遗产做较为全面的梳理,继而避免对“天下”“朝贡”等传统词汇的盲目注

解,找到融贯古今的方式.目前,中国亟待一个与世界性而不仅是区域大

国地位相匹配的原创国际关系理论.如果从历史中寻找未来,只能在具有

统一多民族国家性质的“大一统”①时代才具备可比性.故而,加强对１７—

１８世纪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弥补理论的缺位,才有可能为学界和政策界

提供服务.

如果国际关系学者能够在这一领域加强研究合力,乃至于与史学界、宗教

学界、哲学界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学术共同体,除了能在学科之间形成相互的助

力之外,对于国关学界所关心的现实政策问题,同样也有帮助:第一,可以为复

兴背景下的中国提供对外关系方面的历史注脚,对许多整体性政策和提议可

以提供合法性注解;第二,对于边疆、民族等复杂的牵涉内外的问题,国际关系

学应该与历史、区域研究的学者合力为这类带有历史遗留的现实问题提供参

考,乃至对“一带一路”倡议做出本学科的相关回应;第三,在意识形态论争的

重要领地里,帮助中国学界守住并提高话语权.在和海外学者的对话,尤其是

批判对方论点时,避免流于机械地贴标签和扣帽子,而是通过共通的现代学术

话语讲好３００年前的“中国故事”,使对东亚和世界的一般性主流解释中,有中

国人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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